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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球
价值链影响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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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基于 ＷＷＺ贸易增加值分解，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对负面清单影响服
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１）总体而言，负面清
单管理模式提高了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比重，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片段化”
发展；（２）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会提高大国最终服务和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
大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主导地位；（３）现代服务业受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影响更大，服务提供流程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细化。最后，针对负面清
单管理模式下提升我国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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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此提升开
放型经济水平。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主要面向服务业，是全球服务业开放广泛采用的政策措施。在
主要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各国越来越普遍地利用负面清单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做出不同
程度的安排，以推动双边投资和贸易的发展。作为贸易壁垒指标，负面清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货物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减让措施，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意义重大。无论是新新贸易
理论，还是新贸易地理理论，都提出关税减让等降低和消除贸易壁垒的措施，以利于推动双边和多
边贸易与投资，但对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如何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后，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更加不确定，经济全球化
进入调整期。面对外部经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正在通过上海自贸区进行积极的适应性调
整（佟家栋、刘程，２０１３），希望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国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一个相对确
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分工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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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流程的“片段化”和“全球化”，推动着服务业新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Ａｎｔｒàｓ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２００４；裴长洪、杨志远，２０１２），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
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演进为分析服务业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研究方法，越来越多的
研究借鉴贸易增加值的方法来分析服务业全球分工格局（Ｆｒａｎｃｏｉｓ等，２０１３）。相关研究提出政策
制度安排推动服务可贸易性提高，相应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进而改变了贸易增加值核
算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Ａｎｔｒàｓ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２００４；Ａｎｔｒàｓ和Ｓｔａｉｇｅｒ，２０１２；江小涓，２００８）。具
体到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前期研究提出负面清单可以促进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升，创造新的贸易
机会（崔凡，２０１３；Ｎａｐｏｌｉ，２０１３）。因此，作为制度因素变量，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有可能成为技术进
步之外推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采用 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３）贸易增加
值分解的成果，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这不仅是开
放经济理论在服务业研究体系方面的应用，而且对于上海自贸区管理模式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文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详细介绍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内涵。第三部分通过回顾
现有研究成果，提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基于

ＷＷＺ数据库（Ｗａｎｇ，Ｗｅｉ和Ｚｈｕ，２０１３）的跨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第五部分提出相应
的政策建议。

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内涵

（一）负面清单的特点和种类
负面清单与准入前国民待遇密切相关，全面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除通过负面清单方式来

保护的某些产业和活动外，在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原则所承诺的待遇。而负面清单
相当于投资领域的“敏感区”，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或限制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凡是针对外资的与
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均以清单方
式列明。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
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

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主要采用三种清单管理模式：第一种是以ＧＡＴＳ为代表的正面清
单模式，第二种是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负面清单模式，第三种属于混合模式，以欧洲共同
体为代表。就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本身来说，以是否包含强制的市场准入条款为标准，又可以分为
非强制性负面清单和强制性负面清单。相对而言，早期的ＦＴＡ协定多采用非强制性负面清单，

２００３年之后的ＦＴＡ更多采用强制性负面清单。显然，强制性负面清单对缔约国要求更高，没有进
入清单的行业和部门必须要强制开放；而非强制性负面清单则需要缔约国在未来采取限制措施保
护某些特定行业（Ｌａｔｒｉｌｌｅ和Ｌｅｅ，２０１２）。典型的强制性负面清单包括：美国－新加坡、美国－智
利、美国－澳大利亚、美国－巴林、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智利、加拿大－秘鲁等；典型的非
强制性负面清单包括：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韩国－智利、智利－日本、加拿大－智利、巴拿马－哥
斯达黎加等。

（二）负面清单的表述方法
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表述方法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有关准入的不符措施。例如，在美国－澳

大利亚ＦＴＡ的附件中明确规定，有关跨境投资的条款不适用于“除航空器维修保养和专业航空服
务之外的其他航空服务”。第二，地方政府的行政权。例如，在美国－韩国ＦＴＡ协定中的附件规
定，ＦＴＡ中针对法律、会计、建筑设计的开放措施，如果与地方州政府的现行法律不符，地方政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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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将这些措施“在不增加不符程度的条件下”排除在外。第三，有权在未来采取措施。例如，在美
国－韩国ＦＴＡ的附件中，韩国方面的附件１列出了在具体部门和分部门可以保留的现行不符措
施，附件２则列出韩国有权维持现有不符措施或采取新不符措施的清单。第四，市场准入要求。
这主要指外资需要获得主管当局的授权经营许可，或限制业务类型。例如，美国－澳大利亚ＦＴＡ
中规定，外资提供电视节目制作服务需要取得主管当局的牌照。第五，业绩要求。这主要指限定
采购来源，限定项目一定比例必须投向特殊用途等。例如，韩国－印度ＦＴＡ中规定，血液制品必
须使用韩国本土红十字会提供的血液原料。第六，高管构成要求。例如，在韩国－智利ＦＴＡ中规
定，外国公司投资高等教育以外的教育行业不得持有超过５０％的股份。第七，技术要求。例如，在
美国－澳大利亚ＦＴＡ协定中规定，非美国船只从事内航运输服务且必须符合一定的技术标准。
第八，对“国民”的定义。这主要是通过对本国“国民”做出细致的定义来间接限制某些行业的开
放。通过上述八种国际通用的主要方法组合，各国在不采取直接禁止方式的条件下，实现了对相
关产业的间接保护。

（三）负面清单对重点行业的保护作用
根据八种表述方法的不同选择，对相关行业的保护作用和力度也会有所差别。我们根据不同

的保护程度，将负面清单中各个行业的开放程度归纳为：禁止开放、谨慎开放和有限开放。其中，
禁止开放是直接通过有关准入的不符措施禁止外资进入。当然，采用地方政府行政权的方法也在
实际上构成了禁止，但从书面的表述上来看是允许开放的。谨慎开放是针对一些敏感行业进行一
定程度的开放，或者在不确定开放可能产生的长期影响的情况下，保留未来保护该行业的权利。
这主要是通过市场准入要求和有权在未来采取措施的方法来实现。最后，有限开放是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开放。主要通过高管要求、技术要求、业绩要求和“国民”定义等方法来实现。在第五轮中
美战略经济对话中，我国同意以该种模式为基础与美方进行投资协定实质性谈判，而上海自贸区
实际上是为我国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转变提供的试验田。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现
行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随着经济、社会、法制环境的变化以及国际投资格局、规则的变化，出现了
一些与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不完全相符的问题。而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则体现出自贸区的改革重点已经不再是政策优惠，而是制度创新，通过改革体现政府在管理方法
和行政手段上的变化，从而让市场和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美国为例，对服务业保护的原则首先是涉及国防安全的敏感行业禁止开放，比如核能和航
空运输。其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服务行业谨慎开放，比如广播电视业。再次是对其国际竞争力发
展产生长期影响的战略性行业有限开放，比如专利服务业。最后是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虽
然开放，但保留采取限制开放措施的权利，实则是有限开放，比如社会服务业。此外，在一些需要
限制开放的行业，美国通过设置技术条件、登记制度和反垄断审查等措施加以间接限制，这种隐性
保护手段既可以避免负面清单过长，又构建了比较完整的风险防御体系，比如广播电视业和商业
服务业。

三、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作用机制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新特点体现在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以服务外
包为特点的服务贸易上。服务要素的国际流动和重新配置成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特征，也
推动服务业价值链的不断延伸（Ｆｒａｎｃｏｉｓ和 Ｈｏｅｋｍａｎ，２０１０）。对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面是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提升一国在其中的地位。一方面，中外学者普
遍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深刻改变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体系。特别是通过技术外溢增加东道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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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提升国际竞争力，以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Ｍａｒｋｕｓｅｎ等，２００５；顾国达、周蕾，２０１０）。当然，不
同的服务贸易模式的影响不同。商业存在、服务外包等形式的“挤出效应”不同，则对本国服务业
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和效果不同（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８９；姚战琪，２０１０）。另一方面，政策因素对服务业全
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影响也非常重要，区域性的开放政策会推动服务要素的跨国流动，ＦＤＩ对东
道国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从而积累了国际竞争优势（Ｊｅｎｓｅｎ和Ｔａｒｒ，２０１２）。

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研究实际上是由ＦＴＡ开始的，一条研究主线着眼于ＦＴＡ框架下负
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政策效果，政策效果主要着眼于宏观和产业层面（Ｈｏｅｋｍａｎ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１９９５）；另一条研究主线是在开放经济框架内引入ＦＴＡ，以分析ＦＴＡ建立的影响因素（Ｈｏｌｇｅｒ
和Ｃｈｉａｒａ，２０１１）。随着服务业ＦＤＩ研究体系不断完善，研究重点开始转向ＦＴＡ通过推动ＦＤＩ
对服务业开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分析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开放水平的影
响，并指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可以促进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提升，创造新的贸易机会。在研究方
法上则主要是采用通过 Ｈｏｅｋｍａｎ频度法测度服务业的开放水平，进而分析ＦＴＡ下不同管理模
式对服务业开放的影响（Ｌａｔｒｉｌｌｅ和Ｌｅｅ，２０１２）。根据已有研究，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国际分工的
作用机制包括：

（一）投资创造效应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美国２０１２年双边投资协定为范本，因此其本身以促进双边和多边投资

为主要目的。对于区域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就提出了投资创造和投
资转移效应（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６６）。投资创造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企
业的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区外企业只能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区内。此外，区内成员国
之间为了抢占更大的区域市场份额也增加彼此相互投资。新新贸易理论和新贸易地理理论也提
出跨国公司出于降低生产成本和获得规模经济的考虑而在ＦＴＡ范围内增加投资（Ｋｒｕｇｍａｎ，

２００９）。ＦＴＡ对服务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降低“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等形式的服务贸易成
本，创造新的投资机会（Ｂａｌａ，２０１０）。因此，负面清单可以促进服务业ＦＤＩ在ＦＴＡ范围内的流
动，作为服务要素跨国流动的载体，ＦＤＩ与服务分离技术的进步一起促进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
重构。

（二）投资转移效应
负面清单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影响还表现在投资的转移效应上。一方面，区域经

济一体化造成各成员国间的区位优势格局发生变化，使投资存量和增量向区位优势更大的成员国
转移。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空间的扩大，其他一体化集团或其他国家纷纷增加对区域一体化集团
的投资，减少对其他地区的投资，也就是形成了“投资池”效应（Ｍａｒｋｕｓｅｎ和Ｓｔｒａｎｄ，２００９）。因此，
负面清单不但可以促进服务要素以ＦＤＩ形式在ＦＴＡ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还可以推动ＦＴＡ区域外
的服务要素向区内流动，进而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

（三）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的概念来源于关税同盟理论，由于内部关税的取消而引起的同盟内某一成员国

由消费本国较高成本的产品转向消费同盟内伙伴国较低成本的产品而引起的福利增加（Ｒａｍｏｎｄｏ
和Ｃｌａｒｅ，２０１３）。新新贸易理论和新贸易地理理论也提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会刺激新贸
易的产生，特别是中间品贸易会反复在两国之间流动，由此产生的新贸易量在全球贸易增量中的
占比非常高（Ｒａｍｏｎｄｏ和Ｃｌａｒｅ，２０１３）。而负面清单的贸易创造效应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双边
和多边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中间服务的贸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和 Ｈｏｅｋｍａｎ，２０１０）；另一方面，负面清单本身
为区内服务要素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跨境支付”等形式的服务贸易更加便捷，这会产生新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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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机会（Ｊｅｆｆｒｅｙ，２００６）。
（四）贸易转移效应
与贸易创造效应相同，贸易转移效应的概念也来源于关税同盟理论。由于同盟内关税的取消

而引起的同盟内某一成员国由进口同盟外国家较低成本的产品转向进口同盟内伙伴国较高成本
的产品而引起的福利损失。负面清单的贸易转移也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投资的增加会带动中
间服务的贸易由区域外转向区域内；另一方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降低了区域内的不确定性，这会
吸引区域外的服务贸易流向区域内（Ａｍｉｔ和 Ｗｅｉ，２００５）。

四、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的实证研究

贸易增加值分解的新方法（ＷＷＺ，２０１３；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２０１４）为研究服务业分工模式提供了
新的角度，在 ＷＷＺ方法中，各国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被分解出来，我们可以观测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对这一比重的影响程度，分析各国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本部分将采用双重
差分法（ＤＩＤ），通过 ＷＷＺ行业层面的数据，实证研究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国际分工格局
的影响。

（一）数据说明及模型设定
根据Ｌａｔｒｉｌｌｅ和Ｌｅｅ（２０１２）的研究，本文选择６１个ＦＴＡ协定作为考察对象。其中，２９个协定

使用正面清单，３２个协定使用负面清单。这６１个ＦＴＡ协定包含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等９２个国
家，但由于 ＷＷＺ数据库的限制，我们只能考察奥地利、澳大利亚等２４个国家。所有样本ＦＴＡ协
定都在２００９年后开始生效。每个国家都选取建筑、贸易等１７个具体服务行业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的数
据，共１４２８０个样本点。由于负面清单主要针对服务业，这里我们不考察其他行业对负面清单冲
击的反应。借鉴新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方法（Ｂａｌｔａｇｉ等，２００３）和政策评价分析工具（Ｇａｌｉａｎｉ等，

２００５），本文采用包括时间固定效应和截面固定效应的双重差分模型：

ｙｉｊｔ ＝ｃ＋ｉｊ ＋ηｔ＋·ｘｉｊｔ＋β·Ｚｉｊｔ＋εｉｊｔ （１）

下标ｉｊ，ｉ＝１，２，…，２４；ｊ＝１，２，…，３４，表示２４个国家所包括的共８１６个服务行业，ｔ＝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２０１１，表示样本区间。ｉｊ 为行业特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素，这其中
包括国家和行业两个层面的因素。ηｔ为时间特定效应。ｙｉｊｔ 表示在第ｔ年ｉ国ｊ行业出口中的外国
增加值比重，根据 ＷＷＺ（２０１３）的研究，该比例反映的国外要素在本国ｊ行业出口中发挥的作用，
该比重越高，则表示外国要素在服务提供流程中的作用越大，这可能是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服务业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来。因此，在一个多国维度上，该指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如果ｙｉｊｔ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冲击下保持稳定，就说明ＦＴＡ下的负面
清单管理模式没有改变该国ｊ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反之，则说明该国ｊ行业在全球价
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变化了。我们分别使用ＥＦｉｊｔ 和ＥＭｉｊｔ 来表示最终服务出口和中间服务出口中
的外国增加值比重，两者代表了处于价值链不同阶段的服务出口。ｘｉｊｔ 表示ｉ国ｊ行业在第ｔ年是
否采用负面清单，如果加入，取值为１；如果没有加入，则取值为０。解释变量ｘｉｊｔ 对被解释变量ｙｉｊｔ
的影响，即双重差分估计量是否显著，是本部分的研究重点。Ｚｉｊｔ 是代表其他随时间和行业变化
的控制变量矩阵。假设各行业随时间变化的误差项εｉｊｔ 独立于时间和行业效应。所有变量的数据
来源和基本统计信息请参见表１的具体说明。如果显著不为０，则说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冲
击对一国某行业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产生了影响，该行业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作用
发生了变化。

９



　　表１ 主要数据统计分析 单位：％、美元

变量含义 样本数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被解释变量

ＥＦｉｊｔ 最终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 １４２８０　 ７．６　 ６３．９５ －１３．８１

ＥＭｉｊｔ 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 １４２８０　 ８．８１　 ５９．５３ －１．３８

ＤＥＦｉｊｔ 最终服务出口中直接来自进口国的外国增加值比重 １４２８０　 ９．１６　 ６１．９７ －１０．６５

ＴＥＦｉｊｔ 最终服务出口中间接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增加值比重 １４２８０　 ８．４　 ５７．３５ －２．１３

ＤＥＭｉｊｔ 中间服务出口中直接来自进口国的外国增加值比重 １４２８０　 ７．６５　 ６５．２１ －１１．７６

ＴＥＭｉｊｔ 中间服务出口中间接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增加值比重 １４２８０　 ７．１３　 ５２．３８ －３．４８

控制变量

ＦＤＩ 一国净ＦＤＩ　 １３７５５　３．３６Ｅ＋１０　３．４０Ｅ＋１１－２．８３Ｅ＋１０

ＯＰＥＮ 一国外贸依存度 １４２８０　 ７８．８４６０　 ３３３．５３２２　 １６．７４９７

ＧＤＰ 一国人均ＧＤＰ（现价） １４２８０　 ２８０７０．６１　１１２０２８．６　 ３８３．５５０９

ＣＯＭ 商品分类指数（货物取０，服务取１） １４２８０　 ０．５１４２　 １　 ０

ＲＮＤ 一国研发投入占ＧＤＰ比重 １４２８０　 １．８７６７　 ４．１３　 ０．０４７５６

ＧＤＰＯ 一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 １４２８０　 ６５．３１　 ７７．４５　 ３６．２３

控制变量Ｚｉｔ主要包括ＦＤＩ、ＧＤＰ、ＯＰＥＮ、ＲＮＤ和ＧＤＰＯ这５个宏观变量。其中，各国人均收
入水平ＧＤＰ主要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国民收入水平对服务业
发展和贸易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Ｆｒａｎｃｏｉｓ和 Ｈｏｅｋｍａｎ，２０１０）。作为一国技术水平的代表变量，

ＲＮＤ反映了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Ｅａｔｏｎ和Ｋｏｒｔｕｍ，２００２），因此会影响该国出口中的
外国增加值比重。ＧＤＰＯ则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之间服务业发展的不同路径，即各国
产业结构差异对服务贸易可能的影响（Ｊｅｆｆｒｅｙ，２００６）。ＦＤＩ和ＯＰＥＮ用以反映各国不同的市场开
放程度和已有的双边投资水平（Ｒａｓｍｕｓ和 Ｍｏｒｔ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８）。

（二）识别目标与方法说明
控制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１９９５年之前的负面清单冲击，控制加拿大在１９９８年的负面清单

冲击，控制韩国在２００４年的负面清单冲击。以２００５年为界，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美国等６个
国家的１０２个行业自然成为模型的处理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其余３４个国家的５７８个行业成为
模型的控制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同时签订正面和负面清单的国家被放入处理组，比如澳大利亚在

２００４年同美国签订了负面清单的ＦＴＡ协定，而与泰国签订了正面清单的ＦＴＡ协定。实证研究的
目标是检验负面清单冲击对处理组国家服务业出口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双重差分方法来识别负面
清单在对照组与处理组中对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影响的差异。某一外生经济或政治冲击可能
同时对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指标和采用负面清单的决定产生影响，那么在分析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对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的影响时，就会包含外生冲击的影响。双重差分方法本身就是利
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给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变化所带来的截面和时间上的双重差异来识别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外国增加值的有效影响，所以自然可以解决共同冲击的问题。此外，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本部分所采用的双重差分估计方法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导致经济环境变化的外
生冲击必须是随机的。在一个２４国组成的样本空间里，签订负面清单形式的ＦＴＡ协定可以视作
是一个随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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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估计结果分析
表２的模型（１）和模型（２）报告了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３）和模型（４）报告了使用负面

清单虚拟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交叉项作为解释变量时的估计结果，模型（５）和模型（６）报告了公式（１）
的估计结果。每组估计结果的前一列是对最终服务的估计，后一列是对中间服务的估计。由第一行
的估计系数来看，控制了残差项的相关性和异方差后，三种估计方法的结果基本一致，负面清单对最
终服务的影响不显著，但提高了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比重，升幅在模型（６）中达到１．８２３％。
这与新贸易地理理论关于开放会促进中间品贸易的结论一致（Ｅａｔｏｎ和Ｋｏｒｔｕｍ，２００２），可见负面清单
管理模式的确促进了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更多的服务提供流程由更多的国家来完
成。中间服务主要用于其他产品和服务的再生产，外国增加值比重的提高一方面表现出服务提供
流程进一步被细分化，另一方面反映出更多的国家参与到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来。

　　表２ 基本估计结果：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变化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负面清单
０．１４７
（１．３８）

０．７６１＊＊＊

（３．５８）
０．０７４７
（０．２９）

０．４４９＊

（１．９３）
０．０６１
（１．０６）

１．８２３＊＊＊

（３．６１）

负面清单第一年
０．０２１
（１．１４）

０．０５１
（１．３９）

０．０１８
（１．３８）

０．３５６
（１．１６）

负面清单第二年
０．０８６
（１．２７）

０．３７９＊

（１．３７）
０．０５２
（１．０６）

０．７７１＊

（１．９７）

负面清单第三年
０．０６１
（１．１９）

０．４１９＊

（１．８３）
０．０５９
（１．１９）

１．１４９＊＊＊

（２．９３）

观测值 １１６１８　 １１６１８　 １１６１８　 １１６１８　 １１６１８　 １１６１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６　 ０．２９８　 ０．３０１　 ０．２５１　 ０．４０１

国家和行业异质性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标准差。＊、＊＊和＊＊＊分别代表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为了进一步考察负面清单对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影响的变化趋势，模型（３）至模型（６）还报
告了采用负面清单第一年至第三年每年对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影响。由各行数据可以发现，
负面清单对中间服务出口的影响存在时滞（Ｍａｒｋｕｓｅｎ和Ｓｔｒａｎｄ，２００９），作用从第二年开始显著，
系数在第三年达到最高值。与此相反，负面清单对最终服务出口的影响在各年均不显著。实际
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双边和多边投资的增长，进一步带动生产要素
的重新配置，从而推动产业增长（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和Ｒｉ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５），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推动服务业更全
面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去，相应的中间服务贸易流动更加频繁，表现在样本区间内的中间
服务贸易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上升。

（四）估计结果的合理性讨论
上述基本估计结果反映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的影响程度，本

部分通过三个方面对其合理性做进一步探讨。

１．组间异质性。上述对负面清单作用的分析可能存在国家和行业层面的异质性。比如，相对
于旅馆和餐饮服务，金融中介服务在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后发展更快，而美国的金融业和韩国的金
融业对负面清单的响应程度也可能不同。这会在两个方面对双重差分估计的无偏性产生影响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１９９７）：处理组与对照组中可能有一些行业无法对比；两组行业内的影响因素矩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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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分布不同。针对上述异质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值匹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的方法加
以克服。由于匹配方法是将处理组和对照组中的行业按照倾向值配对，一方面，样本行业的选择
局限于采用负面清单概率分布的共同区间（Ｃｏｍｍ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上；另一方面，控制组中各行业的权
重也会改变。在各种倾向值匹配方法中，我们选用Ｋｅｒｎｅｌ匹配（Ｇａｌｉａｎｉ等，２００５），共同区间上对
中间服务出口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由表３的模型（１）给出，广义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由模型（２）给
出。由各行数据可以看出，估计结果与原结果基本一致，相关系数的显著性和变化趋势也都基本
相同。

２．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前的差异。采用正面清单与采用负面清单的国家在其他方面存在
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与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比重相关。也就是关于控制组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比重
是处理组的无偏估计的假设是否能够满足。接下来，进一步考察采用负面清单之前服务出口中的
外国增加值是否在两组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使用虚拟变量“负面清单”作为解释变量，如
果该国在２００５年之前已经采用负面清单则取值为１，否则取值为０。分别考察在２００５年之前这些
国家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变化趋势。

　　表３ 稳健性检验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负面清单
２．０３７＊＊＊

（３．９６）
２．３１６＊＊＊

（３．９１）
－０．０８２
（－１．１６）

０．２４９
（１．５１）

－１．０１２
（－１．４９）

－０．６６８
（－１．４１）

负面清单第一年
０．２１９
（１．３８）

－０．１０２
（－１．４５）

０．１０２
（１．６５）

负面清单第二年
０．８７９＊＊＊

（１．９１）
－０．２５１
（－１．０４）

０．４５１
（１．３４）

负面清单第三年
１．９１３＊＊＊

（２．９１）
０．０２７
（１．３４）

０．０２７
（１．６１）

人均ＧＤＰ
２．２９６＊＊＊

（４．８９）
２．１７９＊

（２．９７）

净ＦＤＩ
３．４０５＊＊＊

（６．１４）
６．３８２＊＊

（３．４５）

观测值 １１０６９　 １１０６９　 １１５５３　 １１５５３　 １１４５９　 １１４５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２２　 ０．２３７　 ０．１９１　 ０．１５７

国家和行业异质性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和ＦＤＩ可能对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的影响（Ｆｒａｎｃｏｉｓ和 Ｈｏｅｋｍａｎ，

２０１０），我们这里还控制了人均ＧＤＰ和净ＦＤＩ。模型（５）和模型（６）分别以ＥＦｉｔ和ＥＭｉｔ为被解释变
量，负面清单前的相关系数并不显著，说明２００５年之前无论是最终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还
是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的变化趋势在两组国家之间没有显著差异，采用负面清单国家的
内生性相应得到控制。

３．对照组分析。为了进一步检验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的变化趋势是否确实来源于
负面清单的采用，这里引入一个对照组来比较负面清单的影响。Ｌａｔｒｉｌｌｅ和Ｌｅｅ（２０１２）指出，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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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的影响主要局限在服务业。因此，负面清单所带来的资本流动对于农业和制造业生产要素重
新配置的推动作用要远远小于服务业。因此，农业和制造业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受到负面清
单的影响应该比较小，如果回归结果显示相关系数较高，或者是明显高于服务业，则我们有理由怀
疑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比重的变化并非主要来源于负面清单。我们采用 ＷＷＺ数据库中４０国
农业等１７个非服务行业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作为对照组，共１１５６０个观测点。回归结果由表

３的模型（３）和模型（４）报告。各行系数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都不显著，相应各年的相关系数也
不显著。这为基本估计结果的合理性提供了进一步支持。

（五）负面清单影响的分组讨论
负面清单对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比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各国服务业的相互依赖性加

深了。然而，这种影响会不会由于样本点在国家和行业层面的异质性而发生变化？区域经济一体
化理论认为，区内双边和多边投资带动的生产要素再配置机制在不同大小国家之间可能存在不同
（Ａｌｅｘｏｐｏｕｌｏｓ，２０１１）。因此，我们分别选取ＧＤＰ总量作为分组指标，考察负面清单在不同子样本
中的效果。此外，我们还按照现代服务业①和传统服务业（陈宪等，２０１０）分组，考察不同的行业特
征对负面清单的反应程度。

　　表４ 负面清单在不同子样本中的影响

ＧＤＰ总量高 ＧＤＰ总量低 现代服务业 传统服务业

负面清单
１．５４６＊＊

（２．７５）
２．１７３＊＊＊

（２．９５）
０．５４６
（１．１５）

０．５１１
（１．４１）

－０．１１５
（－１．３３）

２．６１２＊＊＊

（５．３８）
－０．０３７
（－１．０９）

０．１２４
（１．２８）

采用第一年
０．８３６＊＊

（２．３１）
１．６７１＊＊

（２．０４）
０．０１９
（１．４９）

０．０２３
（１．３３）

－０．１７１
（－１．４１）

０．９７１＊＊

（１．９３）
－０．０１９
（－１．５１）

０．８０７
（１．４４）

采用第二年
１．０５１＊＊

（２．３８）
１．９０６＊＊

（２．４７）
０．０１７
（１．３１）

０．１６６
（１．３９）

－０．０５６
（－１．１４）

１．８５６＊＊

（２．１３）
－０．０２６
（－１．０１）

０．５７１
（１．３８）

采用第三年
１．３３７＊＊

（２．８９）
２．０１９＊＊

（３．４１）
０．４３３
（１．３１）

０．４６８
（１．１３）

－０．１８５
（－１．０２）

２．３８５＊＊＊

（２．３６）
－０．０４９
（－１．３８）

０．４２１
（０．０１）

观测值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４０８０　 ４０８０　 ７４８０　 ７４８０

ａｄｊ－Ｒ２　 ０．３５７　 ０．４６１　 ０．２８６　 ０．２９８　 ０．１８１　 ０．３７１　 ０．３６９　 ０．２５８

在以ＧＤＰ总量为指标的划分中，我们将样本各国按１７年的均值排序，定义排名前３位的美
国、日本和加拿大为大国，定义排名后３位的澳大利亚、韩国和墨西哥为小国，进而分别对两组国
家进行回归分析。通过表４前两列可以发现，负面清单对大国影响非常充分，不仅使最终服务出
口中外国增加值比重提高了１．５％，还使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比重上升了２．２％。也就是
说，负面清单推动大国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最终服务的出口，还
是中间服务的出口，外国增加值比重上升说明大国作为服务贸易流动的聚集点，主导着服务业全
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通过表４第３列和第４列可以发现，负面清单对小国的影响并不显著。也
就是说，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小国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新贸易地理理论提出，贸易
壁垒减让会对小国的贸易增长产生更大的正面影响（Ｒａｍｏｎｄｏ和Ｃｌａｒｅ，２０１３）。但是负面清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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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样本中的现代服务业包括：内陆运输、水上运输、航空运输、金融中介、教育、健康和社会服务。其余为传统服务业。



小国的作用在这里并不显著，大国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比重上升可能有部分来源于小国，但这
需要更深入的进一步研究。此外，由分三年考察的情况来看，所有显著的影响都存在时滞，并且都
在第三年达到最高值，这与基本结果中的分析结论一致。

在以行业特征为指标的划分中，根据陈宪等（２０１０）的研究，我们分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
来考察不同行业特性对负面清单的反应程度。结果由表４的后４列报告。现代服务业的最终服务
出口中外国增加值比重没有受到影响，而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比重上升了２．６％。这反映
出现代服务业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影响下提供流程更加细化，更多的环节由更多的国家来提
供，而各国对生产性现代服务业普遍采取扶持的政策，推动其国际竞争力的增长。传统服务出口
没有显著变化。这可能是由于国防、社会服务等行业都是各国在负面清单中重点保护的行业，而
像房地产和家政服务这样的行业本身难以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去。

上述分组分析中，我们发现负面清单对大国的影响显著，而对小国不显著，这其中的作用机制
是什么呢？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负面清单对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各个部分的影响。根据 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３）的分解，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可以分为来自于直接进口国的增加值ＤＥＦｉｔ 和来自其他国
家的增加值ＴＥＦｉｔ。在本国的服务出口中，一部分由本国提供，另一部分来自进口，来自于直接进
口国的增加值表示进口元素中来源于直接进口国的增加值；来自其他国家的增加值表示通过直接
进口国流入本国的其他国家的增加值。中间服务出口同样也可以分解为来自于直接进口国的增
加值ＤＥＭｉｔ 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增加值ＴＥＭｉｔ。

　　表５ 负面清单在进一步分解的样本中的影响

ＧＤＰ总量高 ＧＤＰ总量低

ＤＥＦｉｔ ＴＥＦｉｔ ＤＥＭｉｔ ＴＥＭｉｔ ＤＥＦｉｔ ＴＥＦｉｔ ＤＥＭｉｔ ＴＥＭｉｔ

负面清单
１．８３５＊＊＊

（２．０７）
０．１５７
（１．６２）

２．２６９＊＊

（３．８４）
０．９１１＊

（２．３６）
０．１０２
（１．０１）

－０．２６３
（－１．２８）

０．９１７＊＊

（２．４５）
０．０８１
（０．７９）

采用第一年
０．５３９＊＊

（１．８７）
０．０１６
（１．４１）

０．９１５＊

（１．８１）
０．３９８＊

（１．８６）
０．０１９
（０．９１）

－０．０７８
（－１．２３）

０．２６１＊＊

（２．５４）
０．１０７
（１．５８）

采用第二年
１．０２４＊＊＊

（２．５２）
０．０７２
（１．０１）

１．００９＊＊

（２．５７）
０．５４３＊

（２．１９）
０．０５１
（１．４１）

－０．０５７
（－１．０９）

０．２６８＊＊

（１．８８）
０．０８１
（０．９８）

采用第三年
１．８０２＊＊＊

（２．６７）
０．０３１
（０．９２）

２．１０３＊＊

（３．２２）
０．８０６＊

（１．９８）
０．０４８
（１．５２）

－０．０３０
（－１．２１）

０．８７１＊＊

（２．０７）
０．０７６
（０．１６）

观测值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１０７４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１２９　 ０．３５７　 ０．１１９　 ０．３０７　 ０．２１６　 ０．６７８　 ０．３７１　 ０．１９２

进一步分解的结果由表５报告。通过前４列可以看出，无论是最终服务还是中间服务，大国出
口中外国增加值比重的上升主要来自直接进口国增加值的上升，中间服务出口还有部分来自非直
接进口国增加值的上升，这一方面反映出ＦＴＡ的投资和贸易转移效应使更多的服务业价值链分
工发生在区域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负面清单有助于推动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通过
后４列可以看出，虽然总体并不显著，但小国中间服务出口的外国增加值中来自直接进口国的增
加值显著上升了，这说明虽然负面清单对小国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内
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双边投资的增长带动更多中间服务的流动，而更多的增加值部分来自直
接进口国，特别是相互签订ＦＴ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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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ＷＷＺ贸易增加值分解，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对负面清单影响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作
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１）总体而言，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高了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
增加值的比重。这与货物贸易的相关研究结论一致，由区域性一体化安排带动的贸易成本下降会
促进中间品贸易的上升，进而推动全球贸易额的提高（Ｅａｔｏｎ和Ｋｏｒｔｕｍ，２００２）。在服务贸易领域，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降低了服务贸易成本和外部不确定性，促进中间服务贸易量上升，推动服务业
全球价值链更加细分化，使服务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各国服务业紧密的相互联系在一起。
（２）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会提高大国最终服务和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这与相关的货
物贸易研究结论相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减让在动态上会更有利于小国，促进小国贸易量的上
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Ｒａｍｏｎｄｏ和Ｃｌａｒｅ，２０１３）。这里，大国服务业通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全球
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占据了更加有利的位置，ＦＴＡ的投资和贸易转移效应使更多的服务提供环节被
转移到区域内。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小国的影响可能在样本区间内还没有显现，原因还需要做深
入研究。（３）现代服务业受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影响更大，提供流程更加细化，更多的环节由更多
的国家来提供。据此，我们认为在进一步推广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应该在

ＦＴＡ框架内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从与小国的双边协议开始，逐步推广到大国。
本文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推动我国在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位置的提升提出如下建议：
（１）发挥大国优势，尽快构建负面清单的“区域锚”。全面参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

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各种形式和结构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另一方面，还要尽快依据我国服务业发展
的特点，选择韩国这样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小国为目标，建立以中国为“锚”、以负面清单为管理
模式、以ＦＴＡ为载体，推动本国服务业更多地参与服务提供的各个流程，向价值链的高端不断发
展。（２）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契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由于现代服务业受负面清单模式的
影响更大，我们应当抓住现代服务业国际分工格局不断变化的契机，积极为高技术含量的服务行
业搭建更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和城市集聚平台，促进高端服务业的国际转移，利用现代服务业的技
术外溢，促进我国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推进。（３）完善我国服务业政府调控机制，以负面清
单为手段保护新兴服务产业。对于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新兴服务业而言，推动技术创新具有较大的
外部经济性，对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贸易增长方式转变协调推进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在建
立开放、竞争、有序的服务业市场的同时，要充分利用负面清单保护新建企业、促进潜力企业成长，
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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